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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日本外交正处于关键性的转型期，其关系逻辑和行为模

式复杂多变，但并非无章可循。国际秩序变革给日本外交重构提出了

时代性要求，作为外交重构 “出口”的外交政策与对外行为，又会给

秩序变革注入新的动力。在外交重构过程中，战略转型呼唤外交体制

改革，体制改革为外交转型提供制度保障。在今天的日本外交中，

“吉田路线”仍未终结，但受到正在形成的 “安倍路线”的挑战。与

“拥抱战败”的 “吉田路线”相较，“安倍路线”中核心国家利益的选

项以及排序均有明显差异，属于崭新的战略思维与规划。它以摆脱战

后体制为指向，以成为全面正常化的大国为目标，虽重经济，但更重

安全与价值。在全力推进 “安倍路线”的过程中，日本开始主动谋求

对华政策调整，其实质仍属基于对 “权力”与 “原则”综合考量下的

对冲行为。从长远来看，尽管日本此轮对华政策调整具备战略意涵，

但短期来看仍是策略层面的，依然停留在个案合作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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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日本外交正处于重要的战略转型期。在这一特殊历史阶段，日本外

交战略行为是否有规律可循？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并非局限于日本学术界的学

理性讨论，特别是在日本外交显现出更为外向、更具抱负的进取意识之时，具

有了更多的政策意涵。对中国的外交研究者来说，安倍晋三首相上月正式访华

余温犹存，如何看待其对华外交调整行为的性质？即究竟是战略性的，还是战

术性的，抑或二者兼有而只是有所偏重？围绕这一问题，学术界的认知远非一

致，知识对话仍在进行之中。

本文的目标，并非意在把直接回应这一问题以及回答究竟是战略的还是战

术的争论放在首位，而旨在将研究重点放在揭示更具普遍指导意义的、但处于

现象背后的日本外交行为根源与逻辑，也就是发现牵引日本外交从战后走向新

时期的 “看不见的手”，并指出其作用模式。笔者相信，上述努力将有助于进

一步推进对日本对华外交行为的理解。

“吉田路线”，是长期指导战后日本外交的 “看不见的手”，这一低姿态、

务实、中庸的战略选择，重经济，轻军备，为日本奠定了繁荣的基石。即使在

后冷战时代，这一路线依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但毋庸置疑的是，“吉田路线”

已然遭受来自多方愈发严峻的挑战。正在形成的 “安倍路线”，虽重经济，但

更重安全与价值。尽管在空间上仍未突破 “吉田路线”的天花板，但与之相较

具有明显的差异。客观认识 “安倍路线”与 “吉田路线”的延续与断裂，既来

自辩证的方法论，也是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性研究的首要条件。

在对两条 “外交路线”既有 “连续”但本质 “迥异”的认识前提下，本文

的核心问题意识是，在大国化志向的 “安倍路线”下，日本外交正直面 “地壳

变动”般秩序变革带来的冲击，正在进行一场对未来有深远影响的外交 “重

构”，谋求外交战略与决策机制的 “双转型”①。也就是说，在秩序变革的大背

景下，日本外交的 “双转型”呈现出哪些新的特质？②

在厘清上述逻辑关系的基础上，本文将尝试对安倍政府对华外交调整进行

３７

①

②

所谓 “双转型”，是指日本正在经历的 “战略转型”和 “体制转型”。在涉及对外战略的重大问
题上突破现有思维、法制及惯例的框架，决策体制也在相应地经历重大的调整。应当说，这一问题意识
贯穿笔者近年来所做的研究。

通过尝试性解释问题背后的上述深层结构，笔者也希望以此进一步激发学界对作为地区研究重
要组成部分的日本外交研究更多的关注，增进理论研究与地区研究的交流与互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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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的、有待验证的学理性探讨。

一、世界政治中的日本外交：秩序变革与外交重构

（一）国际秩序内涵与日本研究现状

特伦斯·Ｋ．霍普金斯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西方学者曾评估国际体系

在１９４５到１９９０年间发生的变化并依此对未来运行轨迹作出预测。他们认为，

“从其形成开始，一整套体制就被不断地建构和重构起来。”这些体制在二战后

指导着人们的行为，而且 “在未来２５—５０年间，它们将继续指导人们的行

动。”当然，“困难也许将会愈来愈大。”① 在亨利·基辛格看来，今天这一 “基

于规则的”体系面临诸多挑战。② 应当说，上述西方学者对国际秩序③的认识带

来的主要启示有二：其一，国际秩序基于规则并发挥作用；其二，秩序可以被

不断的建构与重构。

借助较为权威的 《广辞苑》以及 《大辞泉》，我们不妨认识一下日文语境

中的 “秩序”概念。《广辞苑》将秩序定义为 “（１）事物正确的 （正しい）顺

序与条理；（２）社会等基于规则而形成的相互关系”。《大辞泉》也给出了 《广

辞苑》相似的定义，确认了 “正しい顺序”这一关键词，另外还作了有益的补

充，指出了保持秩序的动机是确保 “所希望的状态”。因此，所谓国际秩序，

在日本学者看来，是 “国际社会共有价值观④的国家之间存在的规则关系”，这

种关系涵盖了价值观、国际社会与规则三个方面。⑤

日本学术界对国际秩序的讨论，也呈上升且日益密集的趋势。２０１２年，细

谷雄一出版了 《国际秩序：从１８世纪的欧洲到２１世纪的亚洲》，他认为，“尽

４７

①

②

③

④

⑤

特伦斯·Ｋ．霍普金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转型时代：世界体系的发展轨迹 （１９４５—
２０２５）》，吴英译，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２页。

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等译，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ｖｉｉｉ页。
国际秩序与世界秩序、国际体系等词尽管在内涵上不尽相同，但本文并未专门作出区分。笔者

依照日本学者惯常使用的语汇，统称为国际秩序。
此处使用的 “价值观”，与 “正しい”含义近似。
飯田敬輔など編 「特集 主要国の国際秩序観と現代外交」、『レヴァイアサン』５８号、木鐸社、

２０１６年４月１５日発行、第１０、１１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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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面临挑战，但日本仍是当今国际秩序的主要角色之一。”① 该书前言的开篇

语，即为 “国际秩序发生了重大变化”。为解释秩序的形态，作者提出了三种

秩序观：“均衡的秩序”、“协调的秩序”以及 “共同体的秩序”，探讨了日本在

其中的位置与角色。２０１３年出版的六卷本 《日本的外交》（第四卷），详细阐释

了冷战终结后的结构性变动如何影响和改变日本外交这一关键性命题。２０１６年

添谷芳秀编著的 《秩序变动与日本外交：扩大与收缩的七十年》，对战后各个

时期的日本外交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② ２０１８年新近出版的 《从日本发出的

“世界”思想》，从哲学、公共与外交三个维度，对世界中的日本进行了深入探

讨。据主持本书撰写的东乡和彦介绍，世界问题研究所之所以启动这一项共同

研究，其问题意识就是对国际局势所抱有的强烈危机感。③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日

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组织１３位专业人士，就 “应对动摇的国际秩序的新安全战

略”提出１１项政策建议。④

相关学术杂志也对国际秩序变革予以重点关注。 《外交》杂志创刊号标题

就是 《特集 世界新秩序与日本的进路》，第４８号的标题则为 《特集 东亚国际

秩序的地壳变动》。日本新政治学理论刊物レヴァイアサン （ＬＥＶＩＡＴＨＡＮ）

第５８号，以主要国家国际秩序观与现代外交为特集主题，组织一线学者探讨

了国际秩序观与外交、自由国际主义的挑战、日本 “联合国中心主义”的起

源、中国 “和平崛起”与国际协调以及英国国际秩序观与外交等问题。⑤ ２０１８

年开年第一期日本 《国际问题》杂志，主题即为 “动摇的国际秩序”，该特集

的四篇文章，就 “国际秩序动摇了吗”、战后秩序的动摇与日本外交的课题、

中国对外政策目标与国际秩序观、国际秩序的历史性展开等篇目对这一主题展

开了深入探讨。⑥ ２０１８年的 《国际安全保障》杂志也组织特集 “国际秩序攻防

５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細谷雄一 『国際秩序―１８世紀ヨーロッパから２１世紀アジアへ』、中央公論新社、２０１３年、ま
えがき第ｉｉｉ頁。

添谷芳秀編著 『慶應義塾大学———拡大と収縮の七〇年』、慶応義塾大学出版会、２０１６年。
東郷和彦など編 『日本発の 「世界」思想 哲学／公共／外交』、藤原書店、２０１８年。
成员包括：德地秀士、秋本茂雄、磯部晃一、小原凡司、神谷万丈、小谷哲男、佐桥亮、下平

幸二、神保谦、高桥杉雄、鮒田英一、村野将、森聪。成果为：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 「揺れる国際秩序
に立ち向かう新たな安全保障戦略—日本を守るための１１の提言—」、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飯田敬輔など編 「特集 主要国の国際秩序観と現代外交」、『レヴァイアサン』５８号、木鐸社、
２０１６年４月１５日発行。

『国際問題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合併号』、Ｎｏ．６６８、ｈｔｔｐ：／／ｗｗｗ２．ｊｉｉａ．ｏｒ．ｊｐ／ＢＯＯＫ／２０１８０１．ｐｈ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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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代”，内容涵盖了秩序与同盟———美国的 “自由国际主义”战略、俄罗斯

的秩序观———以 “主权”与 “势力圈”为线索、中国的国际秩序观———围绕从

选择性接受到规则的制定的竞争、围绕 “价值”的摸索———冷战后日本外交的

新局面等问题。①

（二）国际秩序中的日本：基于历史视角的考察②

当下，为何学术界的 “秩序”论日渐隆盛，鹤岗路人认为这不能不说与国

际秩序遭遇重大挑战与危机这一时代背景有着密切关系。③

让我们首先从历史视角来看日本与国际秩序的关系。大体上，自近代以

来，日本对自身与国际秩序这一问题的渐进式认识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其

中，每个阶段都威胁到要彻底摧毁日本人曾有的关于世界的认知，又都促使日

本学术界与政策界在面临困境时审视自己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模式。在经历战略

转型与体制调整之后，通过确立新的路线与政策，来反作用于国际秩序。

１．第一阶段，西洋冲击下的 “死之跳跃”

这一时期，日本实现了近代以来的首次对外战略转型。１９世纪中叶，美国

使节马修·佩里率领舰队抵达日本，逼迫开国。这一事件成为改变日本、进而

改变国际秩序的重要起点之一。正基于此，日本先后出现了倒幕运动与明治维

新。作为孤悬海外的远东孤岛，面对外患内忧，日本决策者们迅速调转航向，

通过文明开化、殖产兴业与富国强兵，日本得以迅速崛起，并在第一次世界大

战后步入世界五大强国之列。④ 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迈入近代国家的日本再次

６７

①

②

③

④

『国際安全保障』編集委員会 「特集 国際秩序をめぐる攻防の時代」、『国際安全保障』、第４５
巻第４号、２０１８年３月。

对日本外交而言，对日本与国际秩序的关系，有 “纵”与 “横”两个分析角度。 “纵”看，主
要是基于历史的维度，将二者关系置于近代国家日本与国际秩序的相互关系演进中来考察。 “横”看，
则要从 “点”“线”“面”三者相结合的视角来眺望国际秩序的变革。其中，国家是 “点”，双边关系是
“线”，最主要的是对美关系与对华关系，而 “面”则属于超越国家与双边关系的存在，是指对国际秩序
变动轨迹与趋势的 “巨视”和战略把握。从 “面”上看，国际秩序正迎来变革。在日方看来，这一变革
主要由四部分组成：（１）国际秩序的动摇；（２）地缘政治学的回归；（３）军事竞争的加速；（４）自由贸
易体制遭受挑战。从 “点”与 “线”来看，日方的主流论调倾向于认为国际秩序变革最大的不确定性来
自中国与美国，一个是最大的邻国，一个是唯一的盟国。“横”看涉及中国的内容，将结合本文第三部
分详细阐述。

『国際安全保障』編集委員会 「特集 国際秩序をめぐる攻防の時代」、『国際安全保障』、第４５
巻第４号、２０１８年３月、第３頁。

参见行政改革会議事務局ＯＢ会編 『２１世紀の日本の行政～行政改革会議活動記録～』、行政
管理研究センター、１９９８年、第３５頁。



秩序变革期日本外交的重构与对华政策调整

迎来挑战，抛弃日英同盟，挑起 “九一八事变”，退出国联，国内也发生了

“二二六兵变”，一连串的愚策招致了日本的噩运。尽管 “对外协调”思想与主

张曾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作用，但随着军国主义势力的发展，日本最终走上了对

外侵略扩张的不归之路，以至于最终的覆亡。回顾这一段历史，可以说战前日

本外交中的现实性与崇尚机会主义的一面非常明显。在新局势形成时虽然也出

台了相应的政策，但政策缺乏全局统一性，而且未能产生指导瞬息万变的世界

局势的根本思想。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政治行动刺激世界各国采取新的举

措，这又使日本面临新的问题与挑战。这种连锁反应的持续存在，其结果是日

本不得不对当时的外交状态做出深刻反省和再次评价，这就是二战前日本外交

的主要特征。① １９５１年，日本外务省奉命启动了一项名为 “战时外交反省”的

绝密课题。据已解密的外交档案②显示，吉田茂指示由斋藤镇男牵头的工作组

“调研失败原因”。经过集中调研，工作组在提交的一系列书面报告中详细总结

了日本外交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及应当吸取的教训。在考察战前外交决策过程的

基础上，报告全面归纳了战前对华、对美欧、对俄、对德意以及东南亚外交中

的失策，明确指出这一阶段日本外交的最大特色当属 “理念的缺失”。在错误

的国策指导下，日本外交深受 “二元外交”的困扰，促使日本加速滑向了进攻

中国大陆以及与超级强国美国为敌的深渊。日本自以为是的 “大东亚共荣圈”

理念，难被国际社会所容。鲁莽地发动没有把握和胜算的战争，结果遭到

惨败。

２．第二阶段，“吉田主义”指引下的 “中庸”路线的起源与定型

二战之后，美军进驻下的日本瓦砾如山，整个民族感到了极度的挫败感，

也正式迎来了自明治维新后对外战略的再度转型，整个国家不得不去 “拥抱战

败”，选择了复兴与回归国际社会之路。冷战前半期 （１９４５—１９７０），美国主导

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形成与定型。在这一时期，美国对日单独占领，最初对日

本进行了比较严苛的战后清算，日本和平宪法也是在这一阶段形成的。随着冷

战铁幕的落下，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与以苏联为首的华约针锋相对。在新的国际

秩序下，美国调整了对日政策。旧金山和约特别是日美安全条约即为美国转变

７７

①

②

入江昭 『日本の外交———明治維新から現代まで』、中央公論新社、１９６６年、第６４—６５頁。
２００３年４月，外务省公布了这批约１０万字的档案。具体参见小倉和夫 『吉田茂の自問———敗

戦、そして報告書 「日本外交の過誤」』、藤原書店、２０１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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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产物；以吉田茂为首的日本政治家接受了失败的现实，基于对战败后国

家特性的重新认知，确立了与美结盟、轻军备和全力发展经济为主要内容的

“吉田路线”，为日本描绘了战后复兴的蓝图。在贯彻 “吉田路线”的过程中，

日本专注于发展经济，实现了从积贫积弱的最低谷走向繁荣的 “日本奇迹”。

在冷战后半期 （１９７０—１９９０），国际秩序中出现的最大变化是美国主导的国际

政治经济秩序开始发生动摇。对于国际秩序的这一深刻变化，日本已有一定的

认识，并依据国情对外交战略与实施体制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调整。比如，日本

曾于１９５７年提出 “外交三原则”，其中坚持 “亚洲一员”的立场，受到美国因

素的牵制，未能真正落实。上世纪７０年代，日本决策层感觉有必要依据新形

势，调整对东南亚外交。１９７６年８月１８日，出席第二次东盟首脑会议的福田

赳夫在马尼拉发表了题为 《我国的东南亚政策》的演讲，系统阐述了日本的东

南亚政策。该讲演通称 “福田主义”，其要点是：（１）不做军事大国；（２）建

立相互信赖关系；（３）积极提供合作。这三点来源于对５０年代以来日本对东

南亚外交的经验与教训的总结，也是基于７０年代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而作出政

策调整的结果。对此，宫城大藏予以高度评价，认为 “福田主义”是真正意义

上堪与 “吉田主义”比肩的日本外交战略文件。其中，经济志向与 “非政治

化”，是战后日本外交的重要支柱，也是这两大政治文件的主要共性。①

３．第三阶段，“中庸”裂变背景下新的战略摸索

冷战后 （１９９０—），日本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国际秩序，不得不面对一个国

际化、多样化、复杂化的世界。在又一个历史关键时刻，日本正着手重新确立

它在国际秩序中更广泛的作用。此举势必在亚洲内外产生深远的影响。② 毫不

夸张地说，日本正在进行中的新一轮对外战略转型，肇始于冷战之中，正式开

启于后冷战时期。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曾根康弘执政时期，明确提出政治大国目

标。之后随着国际经济地位的提升，日本学术界开始出现 “日美欧三极”构

想，并指出在秩序变革期，日本应制定新国家战略，强化 “首相主导型”外

８７

①

②

宮城大蔵 『増補 海洋国家日本の戦後史———アジア変貌の軌跡を読み解く』、筑摩書房、２０１７
年、第２２６、２２７頁。

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第２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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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①后冷战时期，日本民主党前党首小泽一郎提出日本应勇于承担大国责任，

实现普通国家诉求。他认为， “一旦国力提升到大国之位，其一举一动均会对

外国产生影响时，就不允许缺少领导力，虚弱的领导人只会给其他国家增添麻

烦。”②据此，小泽强烈呼吁摆脱 “什么也无法决定的政治”，强化首相官邸的机

能。《外交论坛》１９９０年第５期登载了时任外务省事务次官栗山尚一的一篇引

起巨大反响的论文——— 《变动的９０年代与日本外交的新展开》。③ 栗山指出，

战后国际秩序的基本框架面临崩溃，需要探索新的国际秩序，制定新的贸易规

则，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开展 “不摆大国架子的大国外交”。栗山文章一经刊

出，即洛阳纸贵，许多驻日外国使馆争相给刊物致电求购，这一期不得不再次

印刷，销量颇为可观。１９９０年海湾战争爆发，当时日本对多国部队支援了１３０

亿美元，却并未得到肯定评价，反而被批 “只出钱，不出人”。海湾战争的强

烈 “冲击”，使日本意识到必须突破法律限制。曾担任首相的福田康夫称海湾

危机是日本战后７０年最大的事件之一，根据他的回忆，作为新当选的国会议

员以及众议院外务委员会成员，他随爱知和男访美说明日本的立场以及法律制

约，在美国各地遭到了强烈的批判。④ 另据栗山回忆，伊拉克进攻科威特那天，

恰好是自己５９岁的生日。他认为这一事件是对后冷战时代新的国际秩序的正

面挑战。作为一个大国，在多极化的时代，日本必须要考虑究竟需要何种国际

秩序？日本又当承担怎样的国际责任？⑤ 自那时起，日本痛定思痛，开始全力

发挥国际影响力。１９９０年３月，海部俊树在施政演说中阐述了日本的国际秩序

观：“（１）保障和平与安全；（２）尊重自由与民主；（３）在开放的市场经济体

制下确保世界的繁荣；（４）确保人类理想的生活环境；（５）确立以对话和协调

为基础的稳定的国际关系。作为现任首相，安倍对外交有极大的热情和抱负，

步伐较前人迈得更大，先后提出了 “俯瞰地球仪的外交”、“积极的和平主义”，

９７

①

②

③

④

⑤

五百旗頭真 『秩序変革期の日本の選択——— 「米、欧、日」三極システムのすすめ』、ＰＨＰ研
究所、１９９１年、第１７６頁。

小沢一郎 『日本改造計画』、講談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６頁。
栗山尚一 「激動の９０年代と日本外交の新展開ー新しい国際秩序構築ヘの積極的貢献のために

ー」、『外交フォーラム』、１９９０年５月号。
福田康夫 「湾岸戦争を教訓にできた 日本の国際協調主義 」、『外交』、Ｖｏｌ．３０、２０１５年３月、

第７１頁。
栗山尚一 「イラク軍がクウェートに侵攻 」、『外交』、Ｖｏｌ．３０、２０１５年３月、第７８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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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外交总决算”，致力于开展战略性外交。为重构安全体制，日本设立了国

家安全保障会议，接连出台 “安保三箭”，制定了 “特定秘密保护法”。此外，

日本还调整 “武器出口三原则”为 “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宣布解禁集体自

卫权，实施新安保法。这一新的战略性布局，核心目标是摆脱 “战后体制”，

最终实现一个经济、外交乃至军事上 “全面正常化”的新日本。

（三）秩序变革与外交重构的关系

在国际秩序变革特别是中美相对实力发生变化的背景下，日本外交重构问

题从幕后走到台前，外交战略与决策机制的 “双转型”得以开启。秩序变革与

外交重构，有其逻辑相关性，如图－１所示：

图－１　秩序变革与外交重构的逻辑相关性

从作用力模式来看，秩序变革能引发一国外交改变原有发展路径，也就是

笔者强调的战略转型和体制改革，以适应来自外部世界的要求。更多地强调外

部世界压力的学说，笔者称之为 “秩序变革—外交转型”论。在实际的日本外

交中，也通常习惯于借助外部压力，来求得国内认同，从而促进相关谈判。比

如，从冷战期间的通产省，到现在的经济产业省，往往在强大的外来压力之

下，以美国的对日施压为依据，来促使舆论转圜，通过与经济利益集团的协

调，作出适当让步，以推进本部门日后的对美谈判进程。这一概念模式，将国

家视为统一体，往往把决策过程视为黑箱，因此未能将外压下的决策过程纳入

视野，即秩序变革能对一国从战略与体制两方面施加影响，带来新的变化。反

过来，特定国家的外交重构，正如日本，又能对外部世界发挥影响力，从而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国际秩序的变革。

二、日本外交重构：“双转型”

及其相互关系

　　在本节中，我们将把外交重构进而细分为战略与体制两部分，并尝试分析

０８



秩序变革期日本外交的重构与对华政策调整

其相互关系。

（一）战后日本外交战略思想构图

二战后，日本知识精英围绕实施国家利益的目标与手段的认知差异，外交

战略思想分成了诸多流派。

早在上世纪８０年代，美国学者肯尼思·派尔就认为日本战略思想可以分

为现实主义、新民族主义、进步理想主义、新重商主义四大流派。在他看来，

上述战略思想流派主要就下述问题展开争论： （１）怎样看待日本的历史和传

统；（２）如何估计日本的实力、弱点及有利条件；（３）如何认识对日本构成的

威胁；（４）如何认识日本必要而适度的军事力量； （５）如何认识日美同盟；

（６）怎样看国际体系的未来。①

在日本学者中，较为经典的分析来自国际政治学者永井阳之助。永井在其

名作 《国家与战略》一书中，将日本的战略思想沿纵轴 （目标）分为同盟／安

全与自立／独立，沿横轴 （手段）分为福祉和军事。其中，Ａ、Ｂ、Ｃ、Ｄ分别

代表政治现实主义、军事现实主义、日本型戴高乐主义、非武装中立论 （图－

２）。在笔者看来，日本型戴高乐主义近乎日本学界所说的日本中心主义，而非

武装中立论又与一国和平论比较近似。

政治现实主义者更看重日本的自身利益，对国内外的潮流比较敏感，随时

准备因势利导地调整政策。对内，他们希望保持舆论的稳定，既不招致和平主

义情绪的对立，也不助长民族主义的兴起。对他们来说，民族主义意味着失

控。他们也希望对在军费和战略方面的承诺加以限制，因为这不利于经济增长

和高技术的发展。对外，最重要的是保持美国的安全保证。他们承认，随着时

间的推移，日本需要作出更大的贡献，以满足美国的要求。不过，这务必要保

持在最低的必要的限度内。他们主张，只在必要时才对美国的要求作出让步，

才偏离精心构筑的 “吉田路线”。鉴于日本经济的脆弱性，他们乐于保持较低

的政治—军事形象。而军事现实主义者则不同。他们更愿意主动承担更多的军

事负担。他们倾向于突出域外威胁，愿意为此突破不大考虑国内的政治制约和

１８

① 转引自刘世龙：《日美学者对８０年代日本战略思想流派问题的研究》，《日本学刊》，１９９１年第６
期，第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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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备建设的部分经济代价。

图－２　日本外交战略思想构图①

其中，在政治现实主义者方面，战后学术界最有代表性的是高坂正尧和永井阳

之助，政界最有代表性的是开创 “吉田路线”的吉田茂。在军事现实主义者方

面，战后学术界最有代表性的是有安倍晋三 “国师”之称的冈崎久彦，在战后

日本领导人中，正在全力摸索 “安倍路线”的现任首相安倍可被大致归于此

类，特别是考虑到其作为个人的政治思想与政策观念。

（二）“安倍路线”与 “吉田路线”的本质差异

在日本学者中，添谷芳秀的研究较为引人关注和深思。在新著 《日本的

外交》一书中，添谷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描绘了战后外交路线的类型特征

（图－３）。

战后体制 （战败与占领）

日美

安保

接受

接受 拒绝

吉田路线 （吉田主义
↑


） 安倍路线 （安倍主义？
↑


）

拒绝 一国和平主义 日本中心主义

图－３　战后外交路线的类型②

添谷把 “吉田路线”定义为： “把战后日本和平宪法与美日安保条约绑成

２８

①

②

依据添谷芳秀 《日本的外交》书中图示绘就。添谷芳秀 『日本の外交 戦後を読みとく』、筑摩
書房、２０１７年、第１５頁。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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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体系。”① 这一体系由对美协调、轻军备和经济优先三个不可分割的部分组

成：（１）对美协调，在安全上依存驻日美军。鉴于战败后的日本面临的国际环

境和国内情势，吉田认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日本欲谋求复兴，只能依靠美

国。（２）只寻求必要的、最低限度的军备。吉田反对大规模重整军备，主张将

日本的国家安全置于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通过与美国媾和并缔结安全条约来

尽量减轻军备负担。（３）开展以经济复兴为前提的外交。吉田主张经济立国，

他认为，战后日本必须 “用经济手段在海外伸张日本的威信”，即在外交活动

中主要运用经济手段，使外交为实现经济利益服务，凭借经济实力而非军事实

力塑造国家形象，谋求在国际上的发言权。② 重整军备问题是吉田茂执政期间、

特别是后期的最重大的问题之一。在 《十年回忆》中，吉田茂这样写道： “重

整军备这件事本身，就是愚蠢透顶的事，是昧于世界形势的人的梦想”，“就国

民思想的实际情况而论，已经完全丧失了重整军备的后盾即心理基础”，“对于

曾经被迫参加非正义战争的国民来说，还有不少战败的创伤，许多善后工作还

没有结束。”③ 基于以上三点，吉田当时对重整军备持反对态度，日本得以专心

发展经济与国民福祉，正如宫城大藏所认为的那样，“吉田路线”的最大特点，

是 “从国际政治的权力舞台退身”，将 “贯彻经济成长”作为自身的选择。④ 这

一战略选择远非完美，其最大的隐患，正如肯尼斯·派尔所言，“致命的弱点，

是拿日本的自尊心做交易”⑤。

在揭示 “吉田路线”的特质之后，让我们正式进入对制约战后日本外交的

“扭曲结构”的讨论。

３８

①

②

③

④

⑤

文正仁、徐承元：《日本复兴大战略：与日本高层战略家的深层对话》，李春福、李成日译，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９页。另外，添谷还这样阐述 “吉田路线”的内涵：“吉田路线”，是指
时任日本首相吉田茂所选择的、被此后继承者长期继承与发展的、以宪法第９条和日美安保关系为两大
基轴的战后日本外交的基本路线。参见添谷芳秀：《日本的中等国家外交———战后日本的选择和构想》，
李成日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１２页。

参见张勇：《日本战略转型中的对外决策调整———概念模式与政治过程》，《外交评论》，２０１４年
第３期。

吉田茂：《十年回忆》（第二卷），韩润棠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６３年，第１０１、１０２页。
宮城大蔵 『増補 海洋国家日本の戦後史———アジア変貌の軌跡を読み解く』、筑摩書房、２０１７

年、第２２６頁。
肯尼斯·派尔：《日本的问题———新时代的国力与目标》，付会仁译，金禾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

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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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日本国宪法》第九条与 《日美安全条约》并存于战后日本，

不同历史阶段制定的这两份重要的政治文件，意图与目标可以说有很大不

同。在此基础上展开的日本外交，也长期受到两者的规制。历史地看，这既

是战后日本不得不接受的宿命，也孕育了新外交诞生的条件。在新的历史时

期，受益于国际国内环境，加之安倍本人持续坚决的推进， “安倍路线”逐

步成形。

战后 《日本国宪法》颁布于１９４６年１１月３日，实施于１９４７年５月３日，

当时长期影响国际秩序的冷战还没有开始。其第二章标题为 “放弃战争”，其

中第九条写道：

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

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

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①

与 《日本国宪法》制定和颁布的时机不同， 《日美安全条约》则签署于

１９５１年９月８日的美国旧金山，当时世界已处于冷战之中。《条约》载明：

和约承认作为主权国的日本有权参加集体安全的协定，同时 《联合国

宪章》承认一切国家具有单独和集体自卫的自然权利。②

从国际政治的逻辑关系来看，宪法第九条符合冷战爆发前的战后处理逻

辑。但冷战开始后，就产生了与战后处理完全不同的国际政治前提。尽管如

此，日本在没有修宪的状态下，接受了作为冷战产物的 《日美安全条约》。因

此，在两个很相近的时期，选择两个矛盾的体系，从而产生了结构性矛盾。③

这一矛盾性扭曲结构，成为制约日本战后舆论界与政界的最深层因素。特别是

保守与革新的 “１９５５年体制”生成前后，围绕这一扭曲结构，日本分为左右两

大阵营，左侧是主张非武装中立的一国和平主义，右侧是主张日本独立的日本

４８

①

②

③

张蓬舟主编：《中日关系五十年大事记 （１９３２—１９８２）》，第四卷 （１９４６—１９５８），文化艺术出版
社，２００６年，第７０页。

同上，第３５７页。
文正仁、徐承元：《日本复兴大战略：与日本高层战略家的深层对话》，第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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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主义。前者承认战败与占领现实，主张反省战前的历史，反对和拒绝 《日

美安全条约》。与此相反，后者承认 《日美安全条约》，从意识上拒绝战败与占

领，主张拥有自己的军队。更为关键的是，两者对亲美、轻军备的 “吉田路

线”都持批评态度。早在２０００年，田久保忠卫等八名论客在专门针对 “吉田

路线”的文集中，批评战后日本开展的是将国际的防卫与安全交给美国，仅追

求经济上的国家利益的 “吉田外交”。他们呼吁，如今的日本外交还能因循照

搬 “吉田路线”吗？① 一国和平主义者以 “和平”和 “民主主义”作为战后日

本的国家目标。与之相对，以鸠山一郎和岸信介等为代表的日本中心主义者则

更加看重 “独立”和 “国力”的价值，主张 “修宪重整军备”。而吉田茂经过

痛苦的抉择，所开创的则是一条基于政治现实主义立场的相对 “中庸”的路

线。日本学术界主流的看法是，日本之所以能够取得史上罕见的复兴神话，其

根源在于以 “和平宪法”为前提，以日美安全关系为基轴的战后日本外交路

线，而吉田茂就是这一路线的奠基者。吉田茂的选择既是基于对国际政治格局

的深入洞察，也立足于对战败国日本核心国家利益的判断。

与 “吉田路线”相比较，正在形成的 “安倍路线”对核心国家利益的界定

以及排序均有明显差异。高坂正尧在 《国际政治》一书中，将国际体系分为权

力、利益和价值三部分，指出国家间关系是围绕上述三个体系展开的。② 入江

昭在其所著的 《日本外交》中，提倡应 “体系化”定义外交。他认为，外交的

内涵是：（１）外交决策。包括决策者对国际形势的认知、对国家利益的界定以

及考虑政策选择的限定因素。（２）政策执行。包括政策的表现形式、获取舆论

支持以及实际的对外谈判、协定等的技术。（３）政策评价。包括是否达到政策

目的、决策者所认知的国际环境与现实的罅隙以及政策对国际环境的影响。此

外，入江主张国家利益至少应包含三方面的内容，即军事 （国防）、经济 （贸

易、投资）、思想 （道德的考虑、国家威信与地位等）。③ 细谷雄一在其所著

《外交》中，将外交定义为，为促进主权国家基于国家利益、安全与繁荣，促

５８

①

②

③

参见田久保忠衛 『日本外交の再点検：検証 「吉田ドクトリン」』、時事通信社、２０００年。其
实，在上世纪８０年代，他就在 《诸君》杂志上发表文章，批判 “吉田路线”。

参见高坂正尭 『国際政治———恐怖と希望』、中央公論新社、１９６６年、第２１頁。
入江昭 『日本の外交———明治維新から現代まで』、中央公論新社、１９６６年、第１６９—１７０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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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国家间建立更加稳定、友好的关系，政府间进行的交涉或宣示政策的言辞。①

神余隆博则认为，外交＝国家利益的实现＋国际协调的达成＋国家与国民尊严

的确保。② 安倍核心外交团队成员、内阁官房助理官房长官兼原信克认为，在

这些选项中，“兵”（安全）、“食”（繁荣）、“信”（伦理及价值观）是最核心的

国家利益。③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日本国家安全会议出台了战后首份 《国家安全战

略》文件，对新时期日本的国家利益进行了明确而系统的阐述：（１）捍卫国家

主权和独立，保卫领土、领海、领空，确保国民生命财产安全；（２）继承丰富

的文化传统，维护以自由、民主为基础的和平环境，确保国家生存与发展；

（３）通过发展经济，实现国家繁荣、国民富裕，进一步巩固日本的和平与安

全。日本作为海洋国家，应强化基于自由贸易、公平竞争的亚太经济秩序，积

极构建高度稳定、透明的国际环境；（４）维护基于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等

普世价值及相关规则的国际秩序，增进日本的国家利益。④

为实现上述国家利益，以安倍为代表的日本决策层及其智囊们进行了周密

的战略谋划与拆分，力图构筑囊括 “兵”、 “食”、 “信”等核心理念为一体的

“安倍路线”。这无疑属于全新的战略思维，其特征主要有：（１）重经济，但更

重安全与价值；（２）实现 “普通国家”是其中间阶段，最终的大战略指向是全

面正常的大国；（３）意在摆脱战后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否定战败与占领，甚至

是找回明治时期崛起的荣光，是其最突出的表现； （４）以政治右倾化为依托。

对实现全面正常化的大国这一终极目标而言，右倾化构成贯穿全过程的核心理

念；（５）注重唤起日本的自尊心，找回因长期贯彻 “吉田路线”而丧失的民族

尊严；（６）最大的目标是修改和平宪法，特别是第九条；（７）更多强调周边环

境给日本安全上带来的威胁与挑战，为实现军事现实主义的目标服务；（８）从

对美从属到谋求对美对等，注重对美国的战略性利用； （９）注重价值观外交，

凸显 “海洋国家”与 “大陆国家”的差异。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正在形成的 “安倍路线”与 “吉田路线”相比有

６８

①

②

③

④

細谷雄一 『外交———多文明時代の対話と交渉』、有斐閣、２００７年、第１５頁。
神余隆博 『多極化世界の日本外交戦略』、朝日新聞出版、２０１０年、第６８頁。
兼原信克 『戦略外交原論』、日本経済新聞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６０—６１頁。
「国家安全保障戦略について」、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７日、日本内閣官房、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ｇｏ．ｊｐ／

ｊｐ／ｓｉｒｙｏｕ／１３１２１７ａｎｚｅｎｈｏｓｈｏｕ．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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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本质的差异，但 “吉田路线”是否已经寿终正寝了呢？回答是否定的。吉田

茂属于政治现实主义，安倍晋三则与其不同，他在观念层面更倾向于对外高姿

态和发挥军事作用 （尽管仍未脱离现实主义的范畴）。“吉田路线”尽管已经备

受质疑和挑战，特别是安倍执政时期，但该路线仍未终结。意图摆脱战败的往

届 （比如岸信介）以及现任领导人安倍，仍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国际国内秩序

的制约，尽管其活动半径已逼近 “吉田路线”的天花板，但仍未能彻底突破，

这也是全面落实 “安倍路线”，谋求修宪、强军以及积极发挥对国际秩序的塑

造作用的最大动力。

（三）“安倍路线”下战略转型与体制改革相互促进

安倍第二次执政后，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７日主导制定了日本 《国家安全战

略》。这一日本战后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文件，开宗明义即指出政府最重要的职

责是维护国家和平与安全、确保国家生存与发展。源于国际秩序的重大变革，

使得日本周边安全形势日趋严峻。因此，应从战略视角全面审视何为日本的国

家利益，举全社会之力强化外交与安全的制度基础。

“安倍路线”下的日本外交，由 “俯瞰地球仪的外交”、 “积极和平主义”、

“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最近改为构想）、“战后外交总决算”组成。

第一，“俯瞰地球仪的外交”是指作为日本外交的基本方针，不只关注与周

边各国的双边关系，而是要像注视地球仪那样俯瞰整个世界，立足于自由、民

主主义、基本人权、法制支配等基本价值观，开展战略性外交。

第二，“积极和平主义”。在 “和平主义”前面加上 “积极”这一定语，自

有其明确的指向。其指向的正是 “吉田路线”下的 “消极和平主义”。也正是

在这一逻辑之下，日本在安全上成立国家安全会议，制定 《国家安全战略》，

修改 《防卫计划大纲》、《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废除 “武器出口三原则”，

制定 《特定秘密保护法》，解禁集体自卫权，强推通过新安保法和特定秘密保

护法，使日本安全政策迎来重大转折。

第三，“自由开放的印太”。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６日，安倍与特朗普确认从东亚

到非洲建立基于 “航行自由”和 “法治”的秩序。其实，早在２０１６年８月２７

日，安倍在第六届非洲开发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辞中就正式提出了这一战略构

想。他指出：“将太平洋与印度洋、亚洲与非洲的交流活动构建成与武力和威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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慑无缘的重视自由、法治和市场经济之地，并使其富饶。日本有这个责任。”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２日，安倍在政府与执政党联络会议上表示，为实现自由开放的

印度太平洋构想，希望与参加国携手向国际社会释放强有力的信号。出台这一

战略的缘起，是基于安倍对世界格局的判断，他认为接下来是 “印度—太平洋

世纪”，要由日本参与设计，并力促美国一道引领。其构想逻辑是：在 “东亚

南亚长链条”上，从基础设施、贸易、投资、开发、人才培养等入手扩大日本

的参与度，使之成为安倍经济学的重要 “推动力”。同时，新战略也关涉安全

问题。日本将首先探索由日美澳印建立海洋秩序，希望创建四国战略对话，把

合作具体化。未来还将加入英法，构建更加广域的安保合作机制。

第四，“战后外交总决算”。在已经结束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安倍在故乡

山口县下关市称，必须构筑新时代东北亚和平与繁荣的基础，完成 “战后外交

总决算”的时刻已经到来。他重申力争与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举行首脑会

谈以解决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提及与俄罗斯的北方四岛领土谈判以及最近日

中关系改善的动向。演讲前，他还祭奠了亡父安倍晋太郎。① “战后外交总决

算”，其主要课题包括全面解决朝鲜绑架和导弹问题、与俄罗斯进行和平条约

谈判和使中日关系迈入正常轨道。访华后，工作的中心是日俄关系和日朝关

系。这一方针还反映到了１０月２日的内阁改组和自民党高层人事中。 “总决

算”的理念模糊不清。安倍提出 “切实继承先辈的遗志，开拓平成以后的时

代”，但外务省官员坦言 “说实话不清楚”是何意思。另一名官员只能很努力

地作答，称 “给人的感觉是很有分量的话”。处于引领 “总决算外交”立场的

外务省之所以困惑，背后因素在于安倍的口号由官邸主导决定，提出方案的是

安倍身边的官邸官僚。据悉，这是越过外务省而定为迎战总裁选举的安倍的

“标志性台词”。

外交机构的设立、存废及其职能，往往反映一国的对外关系和外交政策

目标。曾担任外务省高官的田中均明确认为，解决国际秩序变革带来的挑

战，需要绵密的战略设定，开展更加主动的外交，强化作为外交支撑的外交

８８

① 对俄外交是安倍晋太郎晚年积极应对的课题。作为政治秘书，安倍晋三曾亲眼看到父亲的努
力。参见安倍晋三 『美しい国へ』、文藝春秋、２００６年、第３７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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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①

可以认为，新战略的出台，对外交体制提出了新的要求。反之，外交体制

改革也给战略谋划、拟定、决策、实施、评估提供了制度保证。概言之，二者

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共同服务于大国化志向的 “安倍路线”（图－４）。

图－４　战略转型与体制改革的关系

曾长期担任首相外交智囊的五百旗头真认为，战后日本之所以难以发挥健

全的主动性，是因为受到战败的冲击，日本为实现复兴而长期坚持了较为现实

的 “吉田路线”。然而，在国力增强之后，日本外交仍没有采取主动，主要是

制度问题和人为原因 （主要领导人不愿主动发挥领导力）。② 他强调的制度原

因，源于战后的制度约束，而人为原因，意指主要领导人不愿承担外交责任，

主动发挥领导力。为综合、有效运用政策手段来实现外交战略目标，安倍政府

正致力于打造由首相官邸、外交行政部门、各政党、议员、经济界以及民间等

共同参与的 “全日本”体制，以期夯实外交基础，增强外交能力。

总体上看，战略转型下的体制改革主要围绕强化战略外交的制度基础展

开，主要包括：（１）强化政治主导。这里的政治主导，主要指首相主导和扩充

首相官邸职能； （２）明确外交分工。日常事务性权限归以外务省为代表的省

厅，战略型、危机型决策由首相官邸来运筹；（３）强化政官合作，特别是决策

信息流动方面，注重打造畅通的渠道；（４）提升省厅特别是外务省的信息收集

与分析能力；（５）大力加强智库建设；（６）增厚外交的社会基础。③

在落实 “安倍路线”的过程中，值得高度注意的是，安倍本人的政治手

法，是其能够长期执政并比较顺利地推进外交决策的最主要因素。这就是：

（１）作为首相必须要做的事，一定要勇于承担责任，坚定不移地去做，咬定青

９８

①

②

③

田中均 『日本外交の挑戦』、角川新書、２０１５年、第４頁。
五百旗头真主编：《战后日本外交史：１９４５—２０１０》，吴万虹译，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

２３５页。
详细论述参见：张勇：《日本战略转型中的对外决策调整———概念模式与政治过程》，《外交评

论》，２０１４年第３期；张勇：《日本战略转型中的对外政策智库》，《外交评论》，２０１５年第６期；张勇：
《日本外交的选择：概念、议程与方向》，《外交评论》，２０１６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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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不放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在国会答辩时，安倍曾２３次提到其崇拜的幕

末思想家吉田松阴。 “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是吉田松阴所喜爱的

《孟子》中的一句话。在安倍看来，在独立深入思考后，如果认定自己没有错，

那就要不畏批判，勇往直前。安倍也曾引用外祖父岸信介悼词中的一句话：政

治家是凭信念而动。“我也要秉持自己的信条”，“即使一千万人反对那也在所

不惜。”① （２）大胆启用有经验的官僚和有识者充实其侧近，会听取即使是与首

相言论不一致的意见，最后由自己进行综合判断；（３）充分考虑、审慎选择时

机，依照优先顺序逐步推进重要课题，然后逐一耐心落实。②

三、“竞争”与 “协调”的变奏：“安倍路线”

下的对华政策调整

　　基于上述两节对秩序变革与日本外交重构的讨论，本节将结合日本对华

外交调整这一典型案例，更为具体地探讨 “安倍路线”下日本外交的行为

逻辑。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５日至２７日，在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４０周年的重要

时间节点，安倍正式访问中国。这是一次发生在两国关系承前启后的重要时

期、中日两国积极互动的成功的重要外交实践，进一步巩固了中日关系重回正

常发展轨道的良好势头，为下一阶段两国的增信释疑、互利共赢打开了新的机

遇之窗。

国内外学术界与政策界对安倍对华外交的这一举动有着不同的见解。乐观

论者倾向于认为，这是具有战略考量的外交调整行为，安倍此举预示着今后中

日关系步入良性发展轨道，将长期稳定健康发展。与之相对照，理性论者倾向

０９

①

②

「第１６６回国会衆議院予算委員会会議録」、第一類第１４号 （予算委員会会議録第１４号）、２００７
年２月２３日、第２頁。

相关内容参见東郷和彦 「トランプ政権の登場と日本の外交戦略ー北朝鮮·中国·ロシアー」、
『問題と研究』第４７卷１号 （２０１８年１．２．３月号）、第１０—１１頁。另参见张勇：《韬晦之鸷：安倍晋三
人格特质与对外政策偏好》，《外交评论》，２０１７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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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认为，这不过是外部压力之下日本对华外交的策略性调整。①

本节的核心问题在于，探讨究竟是什么样的逻辑导致了本轮安倍政府的对

华政策调整？以下将结合与之相关的国际关系理论，来尝试回答这一问题。

（一）对冲理论解释

刘丰在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困境、进展与前景》一文中呼吁： “面对国

际体系正在发生的调整，大国竞争态势的变化以及诸多全球挑战，我们需要更

加完善的理论工具和思维模式……创造更具解释力和启发性的理论模型。”②

早在２０１５年，刘丰和陈志瑞在 《东亚国家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一

文中，对应对崛起国的战略行为进行了分类。他们依据战略实施方向，将战略

行为分为对抗性行为与合作性行为。依据战略实施强度，将对抗行为分为约

束、防范和制衡，合作性行为则分为接触、绥靖和追随三类。作者认为，国家

战略行为不是单一的，而是通常综合对抗与合作两种手段，软硬兼施，这正是

对冲所描绘的情形。③

王栋新近发表 《国际关系中的对冲行为研究》一文，指出随着中国不断快

速崛起，亚太地区的战略格局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为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

不确定性，越来越多的亚太国家 （包括日本）选择 “对冲”（ｈｅｄｇｉｎｇ）战略作

为减少风险、扩大战略空间的保险策略。④ 作者把对冲界定为 “国家行为体面

对不确定性而采取的审慎的保险策略”⑤。这一策略旨在实现如下目标：减少或

使战略风险最小化、维持或增加行动自由度、使战略选项多元化以及塑造目标

国的偏好与选择。作者进而指出，国际政治中的对冲战略是一个策略组合，其

中混合了接触、围住／束缚、防范、牵制、制衡等不同的战略手段和工具。为

了将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最小化，国家行为体在进行对冲时将组合运用分布在

１９

①

②

③

④

⑤

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将专文讨论。
参见刘丰：《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困境、进展与前景》，《外交评论》，２０１７年第１期，第２４页。
刘丰、陈志瑞：《东亚国家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一种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解释》，《当代亚

太》，２０１５年第４期，第９页。
王栋：《国际关系中的对冲行为研究———以亚太国家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８年第１０

期，第２２页。
这与刘丰、陈志瑞为 “对冲”所下的定义有近似之处，即指国家为应对不确定性而采取的避险

行为，在防范潜在危险的同时试图抓住可能的收益，也被称为 “两面下注”。参见刘丰、陈志瑞：《东亚
国家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一种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解释》，第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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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谱不同位置、从接触直到制衡的多种战略手段。① 《东亚国家应对中国崛起的

战略选择》一文则认为，对冲是合作程度大于接触、小于绥靖，且对抗程度大

于约束、小于防范之间的行为。如果对抗上升到制衡，或者合作上升到追随，

那么对冲就不复存在。因此，对抗不包括制衡或追随。②

中国台湾学者一般将ｈｅｄｇｉｎｇ译为 “避险”，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林贤参的

《第二次安倍晋三内阁对中避险战略》一文。作者认为，在中美 “权力变动”

或 “权力转移”背景下，领导自民党于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夺回政权的安倍，采取强

化日美同盟的防卫合作与日本自卫队战力、重构外交安全政策的决策体制，以

及强化与印度、澳大利亚等友好国家的合纵连横关系，对华开展了 “避险”

战略。③

（二）日本对华外交调整的根源与逻辑

根据以上理论思路，日本对华外交调整的动机，确有对冲的考量。倘若对

安倍在国会参众两院的发言进行必要的内容分析，就能比较明确地看到这一特

征。自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安倍第二次执政以来，通过国会议事录检索系统可以查到

安倍共２０１次谈到中国、５１次谈到中日关系。在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６日众议院大

会讨论中，安倍在回答自民党副总裁高村正彦的质询时称， “中国经济发展，

对包括日本在内世界的经济发展都很重要”。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日，北京ＡＰＥＣ会

议召开前夕，安倍在国会也表明 “中国的和平发展，对日本乃至世界都是机

会”。④ 但在安全上，安倍的对华观明显消极。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６日，在众议院国

家安全特别委员会上，他在回答日本维新会藤井孝男议员关于设立国家安全保

障会议 （ＮＳＣ）的提问时称： “这二三十年间，日本周边的安全环境发生了相

当大的变化，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强缺乏透明性，在我国周边海域的活动急速扩

大……中国的国防费用曾连续保持了１０％以上的增长，现在大约是我国的两

倍，需要对中国的国防政策引起警惕。”在同场答辩中，他还补充说，“作为日

本政府的对华认识目前还无可奉告……但是要和美国一同促使中国遵守国际行

２９

①

②

③

④

王栋：《国际关系中的对冲行为研究———以亚太国家为例》，第２９页。
刘丰、陈志瑞：《东亚国家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一种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解释》，第９页。
林贤参：《第二次安倍晋三内阁对中避险战略》，《问题与研究》（日文版），第４３卷２号，第６０

页。
「参—本会議－２号」、平成２６年１０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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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规范，让中国在军事方面的投入更加公开、透明。”

在一些人士看来，日本批判中国，并非通过构筑 “对中包围网”来实现阻

止中国大国化这一遥不可及的目标，而是要求中国纠正不当行为。① 安倍的外

交智囊、国家安全局局长谷内正太郎也认为，日本并没有 “包围中国”的意

图，日本也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日本的印太战略，是否有对冲中国提出的 “一带一路”构想的意图？对此

日本国内是有争议的，主流的观点是，日本的印太战略并不必然针对中国，即

使与中国有关，也只是必要的对冲。在这一点上，日本和美国的制度设计不

同，美国的印太战略就是针对中国的。值得注意的是，安倍访华后，最近又把

“战略”改称为 “构想”②，意在避免刺激中国。

分析日本对华政策调整的逻辑，对冲理论提供了理论分析工具。但与此同

时，想要全面理解安倍政府的对华外交调整行为，还需要关注其他不容忽视的

因素。

在秩序变革期，处于重构中的日本外交呈现出两大崭新特质：涵盖了上面

谈到的 “兵”、“食”与 “信”，即 “权力”与 “原则”。③ 这与 “吉田路线”下

的日本外交有着明显的不同，代表了日本外交新的诉求与方向。同时，这两大

原则在日本对华认知与外交调整上体现较为明显。

（１）“权力”，是指从现实主义立场出发，信奉国家实力，对外追求国家权

力，主要包括政治的、经济的以及军事层面的权力。在安倍第二次执政后不

久，日本外交智库曾专门组织专家为安倍新政权出谋划策，领衔的是曾多次向

３９

①

②

③

「国際秩序動揺期における米中の動勢と米中関係」、平成２８年度外務省外交·安全保障調査
研究事業、第３０１頁。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６日，在与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举行会谈时，安倍首次在公开场合改用 “构
想”。安倍在联合记者会上提及扩大对马来西亚投资和技术转让，在此基础上用日语宣称，“这些合作在
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构想方面也是重要的举措”。在翻译人员将首相的发言译为 “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之后，首相官邸人员用英语表示 “需要更正”。翻译更正说，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不准确，应为
“ｖｉｓｉｏｎ”。参见：「インド太平洋、消えた戦略 政府が構想に修正」、『日本経済新聞』、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３
日。

值得一提的是，２０１６年初，笹川和平财团与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ＣＳＩＳ）一道发布了
《权力与原则：通往２０３０年的日美同盟》的建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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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进言的国际政治学者北冈伸一。① 报告书指出，从长期展望出发，在国际

性课题、亚洲地域安全、日美同盟、中国崛起等众多课题上，要灵活利用一切

手段，切实地实现国家利益。

（２）“原则”，这里指 “讲价值”和 “讲规则”，主要是突出价值观、规则

等因素。在 “安倍路线”下，更强调与日本有共同价值观的伙伴国家及国际组

织的合作，在国际范围内为共同价值观的提升作出贡献，使其在国民层面得到

重新共享，从而奠定强有力的外交基础。关于这一点，安倍在他的诸多演讲中

表述简明而一致。他将日本描述为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人们珍视思想和言

论自由，并引以为豪。与过去日本历任首相的发言相比，安倍对于日本国家目

标与志向的这种新表述引人注目，特别是直接明了地提及民主原则与价值观。

这表明日本外交的优先排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通过将日本归入遵守法律的民

主国家阵营，安倍强调了日本与西方国家之间的相似性，而不像以往的日本政

府那样顾及发展中国家的感受。② 早在２０１３年１月，安倍访问了越南、泰国和

印度尼西亚，这是他就任首相以来的首次出访。安倍阐述了 “日本外交的新五

原则”，其中第一条就是 “必须在两大洋连接起来的这一地区，巩固和普及自

由民主、基本人权等普世价值观。”

日本的 “原则”外交，讲 “价值”的一面比较明显。与此同时，对 “规

则”也同样看重。本文所用 “规则”，也同样涵盖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层面。

同时，规则既有制度层面的，也包含非制度意义上的惯例、习俗等方面。③

“权力”与 “原则”，分别代表日本外交中 “力的体系”和 “价值体系”。

在两大观念之下，日本外交呈现出新的多维形态。从 “点”与 “线”的角度来

看，日本的学术与政策精英们往往倾向于认为，当前国际秩序变革最大的不确

定性来自中国与美国，一个是最大的邻国，一个是盟国。而对华关系，被视为

４９

①

②

③

北岡伸一など 「安倍外交への１５の視点～ナショナリズムよりもリアリズムの追求を～」、２０１３
年８月、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ｔｋｆｄ．ｏｒ．ｊｐ／ｍｌ１／ｍ００４６１。

约翰·尼尔森—莱特、藤原归一：《安倍政权：行走在实用主义与极端主义之间》，《海外智库
观点要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第１７期，２０１６年３月３０日。

相关研究参见渡邉昭夫·谷内正太郎·中山俊宏·細谷雄一 「日本外交における価値を考え
る」、『外交』、Ｖｏｌ．８、２０１１年７月；白鳥潤一郎 「『価値』をめぐる模索―冷戦後日本外交の新局面
―」、『国際安全保障』編集委員会 「特集 国際秩序をめぐる攻防の時代」、『国際安全保障』、第４５巻第
４号、２０１８年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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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世纪日本外交的永恒主题。

与日本国力日薄相比， “中国的崛起”使得中日实力差距不断拉大。中日

关系的蜜月期，日本曾做出重大决策，对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这一对华示

好的战略性举动，既内涵对侵华历史的负疚和赎罪意识，更有现实的利益考量

和政治谋略。在当时的决策者看来，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既可以使中国愈发

“民主化”，又能在国际分工中获得巨大的产品市场和源源不竭的青壮年劳动

力。但随着中国的日益发展，日本明显感觉到中国已不满足埋头发展，还积极

谋求地区及国际影响力。从１９７８年的改革开放开始，中国甚至保持了两位数

的增长。进入２１世纪的头几年，中国的崛起主要体现在经济上。而从上世纪

９０年代以来，中国即开始尝试从经济影响力到政治影响力的转换。２００８年金

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开始改变 “韬光养晦”，转而谋求军事影响力。①

日本精英的上述担忧，在 《权力与原则：通往２０３０年的日美同盟》报告

中体现得淋漓尽致。② 正如白石隆所说的那样：报告书 “题目中虽没有出现中

国字样，但主题是有关中国的”。而加藤良三认定：“就是中国。”。在四项建议

中，第一项就是 “为切实应对中国崛起”，需要统一的对华战略。因此，这份

建议书完全称得上专门的 “中国报告”。报告首先提出了中国的四种发展方向：

“强大且好斗的中国、强大而稳健的中国、略微变弱但好斗的中国以及略微变

弱而稳健的中国”。但无论朝那个方向发展， “在２０３０年前中国都会是好斗

的”。日本的对华战略是，为了不使中国成为威胁，要采取 “接触”政策，同

时为应对中国成为威胁时的情况，要采取 “对冲”措施，即 “接触与对冲”。

其要点有：（１）日美两国领导人及舆论主导者，要利用日美所有的外交手段

（必要的时候不排除武力），以便在全球发挥积极的领导性作用，而这需要得到

５９

①

②

東郷和彦など編 『日本発の 「世界」思想 哲学／公共／外交』、藤原書店、２０１８年、第２８７頁。
应当说，这是日本战略界对中国的主流认知。对中国的发展特别是军力增长，还存在另一种观点，即中
国曾遭到为数众多的欧美列强的侵略，因此能理解中国要加强安全保障。此外，中国并不像日本有盟
国，必须独立自主保卫国家，因此必须维持庞大的军力，这一点从现实主义的角度也并不难理解。参见
细谷雄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举办的 “弘扬条约精神，深化友好合作———纪念 《中日和平友好
条约》缔结４０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１日。

笹川平和財団 （ＳＰＦ）、戦略国際問題研究所 （ＣＳＩＳ）「２０３０年までの日米同盟：『パワーと原
則』日米同盟の将来に関する日米安全保障研究会報告書」、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ｐｆ．ｏｒｇ／ｔｏｐｉｃｓ／ｔｏｐｉｃｓ＿
２０９１８．ｈｔｍｌ、２０１６年２月２９日。



外交评论　２０１８年 第６期

国内更多和持续的支持；（２）尽管没有明确说军事力量是国家安保政策的唯一

手段，甚至不认为是主要手段，但是，拥有使用武力的选择，往往对于支持外

交、遏制侵略、维持和平很有必要； （３）对于日美两国来说，具有受现代化、

高效且充足的预算支持的军事力量是必须的，为了捍卫两国所追求的和平、安

全、繁荣的自由世界，必须准备动用军事力量。两国领导人有责任向民众解释

这一现实。

在日本战略派精英的眼中，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此时最应强调的是 “自

由”这一价值观。仍以 《权力与原则》报告为例，开头即列举了日美共同追求

的目标，包括 “和平与安全”、 “繁荣”以及 “自由”。这也是 “针对中国，把

威权主义国家与民主主义国家进行了对比”。他们认为过去在欧亚大陆上有以苏

联为中心的另一个体系，与以美国为中心的海洋同盟相对峙。现在有可能出现

以中国为中心的某种大陆联盟。２０１６年，白石隆的 《海洋亚洲对大陆亚洲———

思考日本的国家战略》一书，总体上也持上述见解。①

安倍对华政策调整，是基于对 “权力”与 “原则”综合考量下的对冲行

为，这也是本文所得出的初步结论。② 在全力推进 “安倍路线”的过程中，尽

管本轮对华政策调整具备战略意涵，但短期来看仍是策略层面的，依然停留在

个案合作阶段。对此，我们当有理性的认识。今后一个阶段的中日关系，在

“行稳”的基础上良性互动，方能 “致远”。

结　　语

在 《文明论概略》中，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将国家分为文明国、半开化国

和野蛮国。③ 从１８６７年的 《西洋事情》，１８７５年的 《文明论概略》，到１８８５年

６９

①

②

③

参见白石隆 『海洋アジアｖｓ．大陸アジア：日本の国家戦略を考える』、ミネルヴァ書房、２０１６
年。

当然，我们也同样注意到安倍政府对华政策调整还有其更为具体的原因，比如说安倍新任期日
本国内的政治经济等议程的综合判断、中日双方持续积极互动、国际秩序的变革以及安倍首相个人决策
风格等因素，促成了日本对华政策迎来新的调整。

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０年，第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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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脱亚论》和１８９４年的 《日清战争乃文明野蛮之战》，无不渗透着这样一条

逻辑：作为半开化国的日本，依附强者，征服弱者是唯一的选择。

福泽的文明论，也是日本的国际秩序观。① 从黑船来航、明治维新、二战

战败到冷战结束，这一思想的底流一直滋润着日本外交的河床。战后，日本长

期践行 “吉田路线”，依附强者这一思维模式依然没有发生改变，把安全托付

美国，全力追求扩张经济权力。斗转星移， “安倍路线”下的日本，着力打造

“安倍经济学”，射出 “经济三箭”，外交也一定程度上围绕经济展开。作为战

后自由贸易体制的主要受益者，日本也极力维持自由贸易体系。在安全上，追

随强者长期看是手段，但短中期既是目标也是手段，日美同盟仍有强化的历史

惯性，但对美战略型利用的色彩愈发浓烈。发展自己，这在任何时候都是目

标。在原则上，安倍政府注重与价值观一致的国家合作。 “自由与繁荣之弧”

作为官方用语已悄然淡出，但其实质并未有丝毫变化。

国际秩序与日本的相互关系，是近代以来日本外交的永恒命题。国际秩序

与外交重构相互塑造，相互影响。近代以来，日本外交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型：

明治维新下的日本外交、战败后的日本外交以及冷战后的日本外交。在每一历

史时期，日本外交均面临国际秩序深刻调整带来的巨大冲击。与之相应，日本

外交也会发挥主观能动性，给国际秩序带来新的影响。

偏重外交与安保的 “安倍路线”，由国家利益设定、体制构筑及共识形成

三项 “要件”构成。日本外交重构，分为战略与体制两个层面。二者既相互制

约，又相互促进。战略转型为体制改革提出新的要求，体制改革则为战略转型

提供制度和机制上的保障。作为 “看不见的手”，“吉田路线”依然存在并发挥

作用。但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正在形成的 “安倍路线”，是与 “吉田路线”多

有不同的大战略指向，其最终目标是为了日本迈入 “普通国家”，在此基础上

追求日本的大国化。对于中国而言，如何与一个越来越 “普通”的日本相处，

这无疑是一项极富挑战意义的战略性课题。

长期执政的安倍晋三，有望成为日本内阁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日本

７９

① 饭田敬辅也持同样观点。他认为，在列强侵蚀的怒波中，富国强兵是最紧要的课题。只有全面
吸收西洋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方能真正与西洋为伍。参见飯田敬輔など編 「特集 主要国の国際秩
序観と現代外交」、『レヴァイアサン』５８号、木鐸社、２０１６年４月１５日発行、第１７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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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坛的安倍 “一强”现象，值得进一步研究与思考。在国际秩序深刻变革的新

形势下，日本决策层欲通过 “战后外交总决算”，来为大国化目标助力。同时，

注重打造政治外交遗产。从本质上说， “安倍路线”是一条更为外向的大国路

线。目前，日本政坛忖度之风盛行，学术界理论创新动能不足。在这种时局之

下，能酝酿出一条更适合未来日本的外交路线吗？日本的大国雄心，需要时间

来检验。但如果缺乏必要的条件，比如国力、人口、外交能力甚至是外交感

觉，即便有雄心也是脆弱的。对此，我们尽可拭目以待，继续观察。再看安倍

政府的对华外交调整，尽管具备战略意涵，但短期仍是基于对 “权力”与 “原

则”综合考量下的策略性布局，更多的是个案合作。其策略性调整的一面，可

以用对冲理论来阐释。尽管当前中日关系改善势头良好，但中国也应居安思

危，未雨绸缪。

在笔者此前的研究中，曾举过一个例子。① 作为青年外交官的吉田茂，曾

奉命视察各驻欧美使馆。经岳父牧野伸显介绍，在纽约拜访了爱德华·豪斯②。

他和吉田一见面，头一句话就是： “没有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ｓｅｎｓｅ的国民一定要衰败

的。”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ｓｅｎｓｅ一语，如果直译就是 “外交的感觉”，或者也可以译为

“国际局势的直感”。③ 战前日本外交的失败，根源在于日本人的国际政治臆想

与国际政治现实的背离。④ 在国际秩序急剧变革的时代，日本的政策精英们能

否真正找到 “外交的感觉”，这无疑从根本上考验日本外交的智慧。

（责任编辑：陈志瑞）

８９

①

②

③

④

参见张勇：《日本战略转型中的对外政策智库》，《外交评论》，２０１５年第６期。
爱德华·豪斯 （Ｅｄｗａｒｄ　Ｍａｎｄｅｌｌ　Ｈｏｕｓｅ，１８５８—１９３８），美国总统威尔逊智囊，曾任驻英、法、

德等国的总统代表，辅助起草 《凡尔赛和约》及 《国联盟约》。
吉田茂：《十年回忆 （第一卷）》，韩润棠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６３年，第３页。
高坂正尭 『国際政治———恐怖と希望』、中央公論新社、１９６６年、第７頁。


